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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绪论

作为我国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 [1]，自前仰

韶时代以降，家猪不仅是先民主要的肉食来

源[2]，也作为牺牲广泛用于丧葬活动，体现了墓

主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特殊性 [3]。因此，系统

探索猪牲现象的产生与发展，对于正确认识考

古学文化内涵、揭示史前社会阶层划分乃至文

明化进程极具启示意义。

位于南北文化交汇区的汉水流域，是史前

葬猪习俗的中心区域之一[4]。仰韶文化早中期

开始，猪牲的使用业已萌芽。例如，河南淅川

下王岗[5]和邓州八里岗[6]等个别遗址已出现了

用猪头、下颌或肢骨随葬的现象。仰韶文化晚

期，猪随葬现象更为普遍[7]。例如，枣阳雕龙碑

遗址三期发掘的 42座土坑墓中，有 30座随葬

了猪骨，共计 400余件 [8]。历经屈家岭文化至

石家河文化时期，该习俗又呈现出新的特点，

即猪骨随葬的墓葬比例明显下降，而且主要集

中出土于个别墓葬 [9]。以青龙泉遗址为例，已

揭露的 297座墓葬中，仅 41座出现了猪骨（大

多为石家河文化时期），随葬猪骨的数量却达

到 200多件；并且，这些猪骨主要来自于少量

墓葬[10]。如，M152和M148墓葬中分别出土了

猪骨 62件和 43件[11]。

由上述可见，自仰韶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

期，汉水流域葬猪习俗经历了较大的变化，呈

现出不断向少数墓葬集中的发展趋势。这一

变化，也恰与该地区社会阶层和贫富分化的不

断加剧以及文明化进程的加速同步[12]。因此，

猪牲数量的有无及多寡，也被认为是社会分层

和贫富分化的具体表现[13]。那么，部分墓葬随

葬如此之多的猪骨，是否具有多种来源？体现

了怎样的社会网络关系？是否缘于其它人群

的供奉和进献？迄今为止，我们对这些问题仍

然知之甚少。

众所周知，作为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家

畜，家猪的食物，主要缘于先民的饲喂活动。因

此，通过揭示随葬家猪的食物来源，即可了解

其来源是否具有多元性，进而深入探讨墓主人

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。如今，通过对人（动

物）骨的 C、N稳定同位素分析，是揭示先民或

动物食物结构的研究主流。稳定同位素分析

的基本原理为“我即我食”（You are what you

青龙泉遗址随葬猪牲的C、N稳定同位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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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at）。即：人体和动物的骨骼成分直接来源于

其食物，其 C、N同位素组成直接反映了该个

体生前的食物结构[14]。稳定同位素分析，已经

成为探讨先民生活方式的演变、农业起源和传

播等必不可少的手段[15]，并在探讨家畜的起源

与饲养方式上表现出了巨大潜力。鉴于此，本

文尝试通过对青龙泉遗址 M148随葬猪骨 C、

N稳定同位素的分析，在构建其食物结构的基

础上，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深入探讨随葬家猪的

可能来源及墓葬主人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。

二、材料和方法

1.遗址简介及样品选取

青龙泉遗址位于湖北郧县杨溪铺镇财神

庙村五组，西距郧县县城10余公里，南邻汉江。

遗址由位于东、西两处的梅子园和王家堡地点

构成。从 1958年起，遗址曾经过 2次大规模

的发掘，考古学家据此建立了从仰韶文化、屈

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

文化编年序列 [16]。2006~2008年度，青龙泉遗

址墓葬的发掘格外引人注目。揭露的 174 座

土坑墓中，有 42座土坑墓随葬动物。这些墓

葬除个别可早至屈家岭文化时期外，其它均属

石家河文化时期。随葬动物骨骼以猪骨为主，

计 266件，仅猪下颌骨就出土了 251件。墓葬

出土猪骨的数量大多数件，个别有十几件乃至

几十件[17]。本文选取的M148是青龙泉遗址出

土猪下颌骨最多的墓葬之一，计 43件。

M148 为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竖穴土坑墓，

墓主人为男性，40岁左右，二次葬 [18]。由于骨

骼保存情况较差，我们仅选取了 12例进行分

析。此外，属于屈家岭文化或石家河文化地层

和灰坑中包括猪、狗、鹿、獾、熊、虎、鱼等 7个

种属的 17例骨骼，也被拣选以兹比对（详情参

见表一）。

2.骨骼胶原蛋白提取

骨骼胶原蛋白提取方法，主要依据 Ri-

chards等 [19]，并略作修改。机械打磨并去除样

品表面污染物，超声波清洗并干燥。称取约 1g

样品置入 0.5M的 HCl溶液于 5℃下浸泡，每

隔 72小时更换新鲜酸液。至骨样完全脱钙后，

去离子水洗至中性，然后加入0.125M的NaOH

溶液室温浸泡 24 小时，再洗至中性。加入

0.001M HCl溶液 70℃下明胶化 48小时，浓缩

并热滤，冷冻干燥得到骨胶原。称重，计算骨

胶原得率（骨胶原重量/骨样重量，结果见表

一）。

3.测试分析

骨骼胶原蛋白中 C、N元素含量的测试在

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类

演化实验室进行，测试仪器是热电公司元素分

析仪 Flash2000；C、N稳定同位素比值的测定

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

究所测试中心进行，测试仪器为热电公司生产

Finnigan MAT Delta Plus质谱仪。C、N稳定同

位素比值，分别以国际标准USGS24标定碳钢

瓶气（以 PDB为基准）和 IAEA-N-1标定氮钢

瓶气（以AIR为基准）为标准，分析精度分别为

± 0.1‰和± 0.2‰。C 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

相对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白垩系皮迪组箭石

（PDB）C同位素丰度的 13C表示，N同位素的

分析结果以相对 N2（气态）的 15N表示。

样品的C、N含量以及C、N稳定同位素比

值，见表一。

三、结果与讨论

1.骨骼胶原蛋白的污染判别

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骨骼受到埋藏环境pH

值、温湿度、微生物等因素的影响，其原有的组

织结构和化学组成很可能因之改变，从而造成

骨骼污染[20]。因此，利用稳定同位素进行食谱

重建之前，必须首先评估骨骼的污染程度，筛

选出未被污染和污染甚轻的样品并剔除污染

严重的样品。

29例样品中，除QLQ5外，其余 28例成功

提取出骨胶原。骨胶原得率平均值为 1.1 ±

1.2%，远远低于现代样品的产量（约 20%）[21]。

这说明样品保存情况较差，大部分胶原蛋白在

埋藏过程中已被分解。然而，判断骨胶原 C、N

同位素组成是否可以用来食谱分析，最重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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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青龙泉遗址动物样品种属、出土单位、取样部位及各项测试数据

i斜体字表示未提取出骨胶原或者骨胶原受污染样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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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为 C、N含量及 C/N摩尔比值。已有的研

究表明，骨胶原 C、N 含量分别落于

15.3%~47%和 5.5%~17.3%范围内、且 C/N摩

尔比值介于 2.9 ~3.6之间时，样品可视为基本

未污染[22]。由表一可见，QLQ8和 QLQ21的 C/

N摩尔比异常，应予以舍弃。其余样品的 C、N

含量（C、N 平均含量 39.8± 3.7%、14.5±

1.4%）及C/N摩尔比值（3.1~3.3）表明其胶原蛋

白基本未被污染，可用作稳定同位素分析。

2.动物的食谱分析

由于光合作用途径不同，陆生植物表现出

不同的 13C值[23]。以水稻、麦、

乔木及大部分灌木和草本植

物为代表的C3植物，具有较低

的 13C值（均值为-26.5‰）；以

粟、黍及部分草本植物为代表

的 C4植物，其 13C 值通常较

高，均值为-12.5‰ [24]。研究表

明，C同位素的差异会随着物

质和能量流动贯穿整个食物

链，同时在从不同的营养级之

间又会发生富集。植物的 C经

消化吸收转化为动物骨骼胶

原蛋白 C的过程中，13C值将

发生大约 5‰的富集[25]。现代

水稻的 13C值是-26.1‰，去除

工业革命之后化石燃料对现代

大气 13C值的影响（+1.5‰）[26]，

史前水稻 13C 值约为-24.6‰
[27]。新石器时代粟的 13C 值

是-11.8‰ [28]。因此，若不考虑

营养级对 C同位素的影响（大

概富集 1‰，通常忽略），100%

以水稻和小米为食的家畜，其

骨胶原同位素值应分别

为-19.6‰和-6.8‰。N同位素

通常用来确定动物在食物链

中的营养级。实验表明，营养

级每升高一级，15N 值便将富

集 3~5‰[29]。也即是说，植食动

物比其食物的 15N 值富集

3~5‰，肉食动物又会比植食动物 15N 值高

3~5‰。由此可见，通过 13C和 15N值，即可判

断人类或动物的主要食物类型和营养级级别。

图一是青龙泉遗址动物样品的 13C、15N 散点

图。为方便阐述动物的食物结构，按照动物食

性的分属进行阐述。

植食动物鹿和水牛位于图一的左侧和中

部偏下。鹿的 13C值（-22.0± 0.7‰，N=4）最

小，表明其栖息于密闭的森林环境[30]；其 15N值

（5.4±0.5‰，N=4），也呈现为典型植食动物的

图一 青龙泉遗址动物胶原蛋白 13C、15N散点图

说明：图中所引用数据除本研究外，还包括郭怡等[45]文中先民 20例、家

猪 5例，鹿 1例。

图二 青龙泉遗址石家河先民、家猪与野生动物
13C、15N值对比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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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征 [31]。相对于鹿，水牛的 13C则较高（-16.2

± 1.5‰，N=2），表明其食物包含部分C4植物，

可能缘于其栖息河畔、沼泽等湿地环境下莎草

（Cyperus）等 C4植物
[32]，也有可能来自野生狗

尾草和和人类喂养的粟类副产品[33]。但由于数

据较少，我们对此暂不深入讨论。以鹿和水牛

为代表，植食动物的 15N值为 5.4‰左右。

杂食动物黑熊和獾分布于图一的左侧。黑

熊的 C同位素值为（-19.5‰，N=2），表明其主

要以 C3类食物为食。虽为杂食动物，其 15N值

却仅为 4.1‰（N＝ 2），与植食动物相当，这表

明黑熊是主要以植物类食物为食[34]，且有可能

受到了冬眠的影响 [35]。獾的 13C 值与黑熊相

若，为-19.9‰，显然是以 C3类食物为食。獾

的 15N值为 6.9‰，代表了杂食动物的 N同位

素特征。

虎是典型的肉食动物，其 15N 最高

（8.2‰），与植食动物（5.4‰）相差近 3‰，也高

于杂食动物熊和獾，基本上呈现了N同位素随

营养级升高递增的规律。虎的 13C值（-18.5‰）

与植食动物鹿以及杂食动物獾和熊差别不大，

说明它主要猎食以 C3植物为主食的动物。

猪、狗作为家畜，其食物结构受到了先民

饲喂活动的强烈影响，而与野生动物相差较

大。从图一可以看出，狗的 13C明显偏向 C4类

（-10.9‰），说明该个体生前主要以 C4类食物

为食；15N值则与野生杂食动物獾相近，说明

植物类食物在其食谱中占据一定的比例。青

龙泉遗址分布于稻粟农业混作区，为稻粟兼营

的农业经济类型[36]，粟在先民的生活中占据非

常重要的地位[37]，我们认为先民对狗的饲养主

要依靠粟作农业及其产品。猪 13C 和 15N 值

分布都非常分散（分别为-19.9~-8.1‰和

3.6~8.0‰，N=15），这意味着猪的食物来源比

野生杂食动物獾和黑熊复杂，而且个体间食物

结构差别较大。总体上看，这些猪可以大致分

为三组。第一组包括 QLQ17和 QLQ19，它们

的 13C值（平均值为-18.6‰，N=2）与獾和熊相

当，15N值（4.1‰，N=2）与鹿接近，表明其食物

C3植物为主。第二组包括 QLQ14、QLQ18和

QLQ24，表现为高 13C、15N 值（均值分别

为-8.3‰，7.1‰，N=2），说明基本上以 C4类食

物为主食，并含有一定量的动物蛋白。第三组

个体较多，13C、15N值分布范围也较大（分别

为-17.7～-10.2‰，5.4～ 8.0‰，N=12）。总体

上看其食谱中兼具 C3类和 C4类，且摄取的动

物蛋白存在一定的差异。

3.家猪与野猪的判别及家猪的食物来源

研究表明，由于人的文化控制和影响，家

猪的食物结构往往与先民接近；相反，野猪的

采食活动由于基本不受限制，其食谱与野生动

物相似。据此，我们可以通过对相关个

体 13C、15N值的考察，并与先民和野生动物比

较，来判别家猪和野猪[38]。

图二是结合已发表数据[39]所作的青龙泉遗

址石家河文化先民、家猪、鹿和虎肉食动物的

C、N稳定同位素值分布图。图二可见，野生植

食动物鹿（ 13C、15N值分别为-21.5± 1.3‰、

5.1± 0.8‰，N=4，N=5）和肉食动物虎暗示了

本地自然环境中主要是C3植物，同时也较清楚

的反映出了初级消费者和次级消费者的 15N值

分布。石家河文化先民以及家猪与野生动物

的食谱结构不大一样。先民（ 13C、15N值分别

为 14.3± 1.1‰、8.9± 1.2‰，N=20）和家猪

（ 13C、15N 值分别为 13.2 ± 1.7‰、6.9 ±

1.5‰，N=5，不包括M148猪）除食用C3类食物

外还明显摄入了许多 C4类食物和动物蛋白。

青龙泉遗址位于稻粟农业混作区内，因此先民

与家猪食谱应该同时包含稻作和粟作农业产

品[40]。对M148随葬猪骨的同位素值进行比较

时发现，QLQ17和 QLQ19的 13C、15N 值与

M148中其它猪牲及相差较大，也不同于石家

河先民和家猪，却与野生植食动物鹿相似，这

说明它们与野生动物的食物结构更为接近。因

此，根据以往的认识，我们认为 QLQ17 和

QLQ19应该是野猪，在进行家猪饲养策略讨论

时应当予以忽略（见图二）。

从图二可见，M148随葬猪的 13C值和 15N

值与非墓葬出土家猪的同位素值并没有明显

差别。独立样本 T检验（Independent T Test）结



112

果也验证了这种观察（C值：p=0.57>0.05; N

值：p=0.74>0.05）。对比M148墓主人和随葬

家猪的同位素值，我们发现家猪的 C值略高。

结合水稻和粟的C同位素值，按照简单二元混

合模型[41]，粟类食物在墓主人食谱中的比例为

51.6%，在家猪食谱中的比例略高（57.0%）。这

说明先民更倾向于用粟类食物饲养家猪。具

体来说，QLQ18 和 QLQ24 的 13C 值最高

（-10.2‰和-8.5‰），暗示它主要以粟类食物为

食，与粟作农业关系密切。其它个体的 C同位

素值与墓主人相差不大，但也基本上可以分为

两组：第一组包括QLQ22、23、25、27，该组C值

集中在-12.6‰和-11.7‰之间，与墓主人C值接

近；第二组包括QLQ20、28，C值分布是-15.9‰

和-15.7‰，小于墓主人，它们与稻作农业关系

更密切。由此可见，M148随葬猪的成分复杂，

既有野猪又有家猪。其中，家猪食物来源个体

间的差异较大。

4.随葬猪的来源及其反映的社会现象

据前文可知，随葬家猪个体间的食物来源

差异较大。这种差异是否意味着其有着不同

的来源呢？为进一步探讨该问题，我们有必要

具体考察随葬猪骨搜集的方式和过程以及家

猪饲养策略产生差异的原因。

对随葬猪骨的搜集途径，大致有三种意

见：死者生前收集、丧礼牺牲、吊唁者赠予[42]。

考虑到M148为二次葬，部分猪可能系服丧期

间宰杀[43]。但就随葬家猪的最终来源来说，基

本上可分为二类：死者家庭饲养、其他人群（如

吊唁者）饲养。

史前家猪饲养与种植业的关系非常密切。

这是因为，稳定的饲料来源是家猪饲养业得以

繁荣的前提和基础[44]。具体来说，其饲料主要

分为三类：剩余谷物；秸秆、谷糠及植物根茎等

农业副产品；残羹剩饭等生活垃圾。显然，这

些饲料与先民膳食的最终来源一致或相近，这

也导致家猪与饲养者的食谱特征通常非常接

近 [45]。如此，部分与M148墓主人差别较大随

葬家猪很可能并非墓主人（或其家庭）生前所

饲养。以 QLQ18和 QLQ24为例，它们的 13C

值比墓主人分别高 2.8‰和 4.5‰，食谱结构差

异明显，因此更有可能来自以粟作农业为主要

生计方式的人群或家庭。同时，其它个体也可

能各有来源，如QLQ20和QLQ28可能来自以

稻作农业为主要生计的人群。总之，这批猪牲

的豢养并非完全依赖墓主人所在的家庭，而是

由多个群体共同完成。海南黎族的丧葬习俗

也可以佐证我们的推测。黎族人办丧事时，死

者的亲友会带些礼物奔丧，比如猪、牛和水酒。

丧家当日杀牲送鬼，出殡后牲畜的下颌骨连同

其它随葬品一起随葬[46]。

事实上，这种认识也得到了相关材料的

支持。所选的 9个随葬家猪标本中有 4个是

成年个体，其中QLQ22、23、24为成年母猪（牙

齿 磨 耗 级 别 为 6、7、7，月 龄 分 别 为

24~36M、>36M、>36M）。另外，三个标本的风

化程度也相同（1级），说明其死亡时间相近。

研究表明，石家河文化时期，由于社会人口的

急剧膨胀，大大增加了对资源的消耗[47]。而养

猪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，若猪群过分膨胀

则会与人争食从而增加资源的消耗速度；若管

理不当，又会严重威胁农作物。因此，对于单

个核心家庭来说，同时饲养三头种猪不太可

能。民族考古学研究也表明，以种植业和家猪

饲养为主要生计的人群，会有一套社会机制来

控制畜群规模以免其与人争食，从而保证资源

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的良性发展。比如中国的

春节 [48]、太平洋岛 Tsembaga人的“宰牲节”

（Year-long pig festival,当地人称 kaiko）[49]。尤

其对于 Tsembaga社会，虽然养猪是其主要的

生产活动，但是母猪的繁殖和猪仔的哺育一般

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：每个成年女性平均饲

养 2.4头猪（Tsembaga社会，养猪主要由成年

女性承担，男人基本不参与），最多者不超过 8

头[50]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Bobole社会里，平均

每个家庭成员饲养猪的数量基本上不超过1个
[51]。

由此可见，M148随葬猪牲的饲养应是不

同人群所为。从经济层面上看，这些人群应当

有着不同的生存策略：稻粟兼营却各有侧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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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适应自然环境的多态性。研究表明，青龙泉

遗址农业类型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有

一个细微的转变，在食物结构上表现为稻、粟

比重的此消彼长[52]。这种变化出现的背景是人

口的膨胀和环境的恶化 [53]。当面临生存危机

时，人们改进了原有的生业方式，在不放弃水

田经营的同时开始向旱地进军，增加对粟作农

业投入比重。从社会组织和结构层面上分析，

这种现象暗示猪牲的饲养者与墓主人有某种

联系。而献牲这一行为则很可能与社会复杂

化进程相关联。学者认为，石家河文化时期江

汉平原史前社会复杂化达到顶峰，集权化倾向

逐步凸显[54]。以肖家屋脊、随州西花园、郧县青

龙泉等遗址为代表的聚落已经呈现出了明显

的向心性集权化：少数人通过手中掌握神权和

军权的发号施令，垄断社会新规范的制定，并

通过礼仪的方式强化其政治威望和社会地位[55]。

具体到青龙泉遗址，随葬猪骨的多寡和有无很

可能是该实践残存而清晰的体现。如此，M148

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是首领级人物。在其死后，

活着的精英们希望通过对丧礼的组织和殉牲

的征集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、强化既定的礼

仪规范，从而达到明尊卑、分等级的目的。

当然，要肯定上述推论还需要进一步结合

考古背景及其它研究手段进行更深入的探讨，

如 Sr、O 同位素的分析和文明发展历程的考

察。同时，还需要我们开展更多类似的研究工

作，尤其是对其它相关墓葬的探讨，深入分析

随葬家猪来源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问题。

四、结论

用猪骨随葬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非常独特

的葬俗，透过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窥视古代社会

的诸多细节，从而加深对史前社会复杂化和发

展历程的认识。本文通过对青龙泉遗址石家

河文化墓葬M148随葬猪骨 C、N稳定同位素

的测试，重建了猪牲生前的食谱结构，并结合

动物考古、民族考古、文明起源等考古学研究

成果，具体考察了M148随葬猪骨的来源及其

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状况。同位素分析结果

表明，M148猪牲中除了家猪之外还有个别野

猪。其中，家猪个体间 13C、15N 值的差别明

显，这说明其生前食物来源差异较大。结合墓

主人的食物结构和猪牲的种群结构，我们认为

M148墓随葬家猪食物结构的差异暗示了家猪

饲养策略的多样性，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人

群之间生计模式的差别，也是该群体对生态环

境改变的适应。而不同人群对 M148 猪牲的

贡献则暗示了石家河文化时期向心性集权化

意识已经确立为一种社会规范而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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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Analysis of the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 of Pig Offering in a Tomb at

Qinglongquan Site

Chen Xianglong, Luo Yunbing, Hu Yaowu, Zhu Junying, Wang Changsui
(Beijing 100049) (Wuhan, Hubei 400077) (Beijing 100710)

Abstract: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eeding practices of pigs that were buried in a Shijiahe cul-
ture tomb as offerings (4600~4000BP) at Qinglongquan site, Hubei. Therefore, the stable carbon and ni-
trogen isotope values of collagen of the pig mandible were investigated, and a wide range of both 13C
and 15N（-19.9~-8.1‰，3.6~8‰, respectively）was observed. Two samples, with low carbon and ni-
trogen values were representative of wild boars. Although most individuals within the assemblage con-
sist of similar stable isotopic signatures within the tomb, their diets were dominated by C3 foods supple-
mented by C4 products (possibly rice-related and millet-related respectively). Individuals with enriched
13C values suggested a millet based diet. This pattern indicates that the pigs found in the burial were

possibly derived from different groups adopted to different subsistence practice.
Keywords: Qinglongquan site, pig offerings,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, feeding strategy,

origin （责任编辑、校对：蔡丹）


